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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长期以来，毒品使用者备受歧视和排斥，并被强制接受戒毒治疗。过分强调犯罪化和刑罚化，
忽视减少危害和人权的处遇方式使得这一人群的权利受到侵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 1

依照国际法相关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减少毒品的供给和需求。在履行该义务的同时，各国还不能在
毒品控制和医疗目的管制药品的使用两者之间顾此失彼。并且还要保证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然而，
各国针对毒品使用和吸毒成瘾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均以惩罚为导向。针对毒品问题的刑法，罪责刑不相称的
刑罚和刑事执法导致了各种健康问题并影响到了其他人权问题。

刑法、政策以及执法

针对个人使用和持有毒品的相关刑法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许多国家则将使用毒品本身
定义为犯罪。这对那些吸毒成瘾者（慢性的、反复发作的医学状态）的影响尤为严重。每个人都有权获得
救助生命的健康服务而不用担心被惩罚或被歧视。但在一些国家，就算是合法，许多注射毒品者也不会携
带注射器或其他毒品注射器具。因为持有这些器具会被认定为毒品使用者，并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受到处
罚。2 许多毒品使用者不寻求治疗或参与减少危害服务，同样也是因为害怕被逮捕定罪。除了与监禁相关的
显而易见的危害（参加简报3）之外，犯罪记录会在许多方面对犯罪人产生影响，如就业、入学、甚至是如
住房之类的社保问题。罪犯的身份还使得毒品使用者遭受警察暴力，如鞭打、敲诈、甚至是酷刑。

与吸毒用具有关的法律

许多国家，随身携带吸毒用具，如针头和针筒，烟斗以及抽海洛因的箔纸等是非法的。因为怕引起警
察的注意而不携带这些器具阻止了相对安全的毒品使用方式。其还导致危害减少服务的减少，因为服务提
供者担心自己因提供卫生吸毒器具而卷入法律纠纷。

“煽动”“鼓励”“辅助和同谋”使用毒品的相关法律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对煽动，便利或促进吸毒的处以刑罚。此类法律规定通常不以毒品使用的实际情
况出发，也不考虑毒品使用的起因通常是由于同事，兄弟姐妹和朋友也使用毒品而引起的。此外，此类法
律还阻碍了减少危害服务的进行。因为减少危害服务的提供者往往被指控为毒品使用提供便利。3

减少危害服务的年龄限制

未满18岁（在有的国家如瑞典，该年龄规定还更大）注射毒品者通常被拒绝给予减少危害服务。这是
对即存事实的漠视，因为在许多国家注射毒品的人群中有的年龄只有10岁或12岁。4

毒品使用者档案

在许多国家，一旦毒品使用者去健康机构寻求服务，就会被记录在案，并且其使用毒品的情况也会为
他人所知。吸毒人员登记制度是国家控制吸毒成瘾者的手段，并由此对吸毒人员的权利加以限制。该做法



使得一些人在多年之内都背负着“吸毒者”的称谓。在有的情况下，无论这些人是否戒毒，坏名声也会永
远跟着他。5 例如在中国，通过美沙酮疗法戒毒的情况会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从而使警方容易取得该类信
息。在泰国，一旦被登记，毒品使用者就处于警方和缉毒部门的监视之下。该国病人使用麻醉类药品的信
息也是被公开的。因为担心被记录在案，就算戒毒治疗免费，毒品使用者也避而远之。6 在俄罗斯，加入到
公共戒毒治疗项目中的人会被记录在案，而那些有能力负担私人戒毒治疗的人则不会被记录在案。被列入
吸毒人员名单之后，可能导致失去工作、丧失房产、甚至是被剥夺孩子的监护权。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
大部分人都不会把公共戒毒治疗看作是可供选择的戒毒方案。7

政策的执行

对人权的尊重，既是有效毒品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会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不幸的
是，无数国家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方面在于不良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另一方面在于毒品相关政策的
实施。在许多地方，毒品使用者和减少危害服务被警察看作是容易骚扰，敲诈和陷入圈套的目标。

警察出现在减少危害服务场所或其附近，使得毒品使用者远离这些服务场所，因为他们担心会被警察
逮捕或受到其他惩罚。8例如在乌克兰，毒品使用者称其多次在针头交换点被警察逮捕，还有人因为在针头
交换点或其附近持有注射器而遭到警察严重的鞭打。9

2007年，在格鲁吉亚抗击毒品行动中，4%的男性人口接受了毒品检测，其中很多是被强制执行的。在
被检测的人群中，有35%的人因与毒品有关的罪名被关进监狱。10 2003年，泰国的“反毒品战役”使得2800
人遭受法庭职权之外的杀害。该“反毒品战役”还对该国的毒品使用者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造成
持续性的影响。调查显示，在“反毒品战役”期间寻求医疗服务的毒品使用者人数明显减少。此外，还有
报告显示之前参与戒毒治疗的人群中的很多人在此期间也停止了治疗。11 多年之后，很多毒品使用者还是
不去公共医疗机构寻求治疗，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过去或现在的毒品使用情况会被警察知悉。然而，这种恐
惧并非毫无根据。在该国，公共医疗机构和毒品治疗中心将毒品使用者的信息与司法机构共享，这既是政
策的要求也是实际存在的情况。12

大赦国际在其报告中控诉墨西哥在其加大反毒品控制实践中的法庭职权之外的处决。13

不相称的毒品犯罪刑罚和差别对待的毒品控制措施

在许多国家，基于个人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而持有毒品的将被判重刑，如长期监禁刑或者死刑。在美国的
一些州，“三振出局法，或称重罪加长刑期法(three strikes legislation)”能导致轻型的非暴力毒品犯罪被
判处终身监禁。14在一些国家，可能因为持有相对来说很少量的非法毒品而被判处死刑。15 在其中的一些国家，
该类死刑判决会被立即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被人权委员会16人权事务委员会17，美洲人权法院18和法庭职权
之外的，草率和随意的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其他国家的法院认定为违背国际法的判决。此类判决不符合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且对减少毒品消费和相关犯罪并无成效。19

毒品控制常常对那些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如农民、小范围内兜售毒品的贩子、轻型毒品
违法者、少数民族或者土著人。在美国，非裔男性和女性因毒品犯罪而被起诉的人数是白种人的几倍。相比那
些主要的毒贩，他们被施以相同的或者更严厉的刑罚。20 在巴西的反毒品战役中，绝大多数被警察杀害的是那
些来自平民窟的黑人青年男子。而对他们来说，加入贩毒团伙是唯一可能的谋生机会。 21

毒品犯罪和公平审理原则

在许多情况下，对毒品犯罪的审理都未能达到公平审判的标准。例如在伊朗，毒品走私案件由革命法庭
（Revolutionary Courts）审理。联合国阿拉伯国家监禁问题工作小组敦促该国取消该类法庭，因为其不符合正
当程序原则。22有报告显示，该类法院处理的案件中，有99%与毒品犯罪有关。23法庭职权之外的，草率的，随意
的处决问题报告员，对在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因酷刑而导致认罪并被处以死刑的问题表示关注。24酷刑问题
特别报告员在其2008年任职期间揭露的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类似案件也大多与毒品犯罪有关。25

毒品和未经审理的拘留

许多国家不经过审理，也没有相应的正当程序保障就对毒品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例如在马来群岛，根据
《危险毒品法案》，当局有权在未上庭，未获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对走私毒品犯罪嫌疑人拘留长达60天。26 在经
过拘留之后，内政大臣会发出拘留令，使得被拘留者有权到法庭申辩要求释放。27然而，如果法庭拒绝释放该嫌
疑犯，其可能会被连续拘留长达两年。28 某个顾问委员会可以对嫌疑犯的拘留进行评议。但是，这一步骤缺少
法庭诉讼的程序保障。29据称，根据该法案警察在未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就可以拘留嫌疑犯。302007年，有798人



依该法案被拘留。2008年的前八个月里，据此被拘留的人数已达到805人。31

强制戒毒治疗（参见简报4）

在一些国家，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的人可能被强迫在戒毒中心呆上几年，无论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戒毒治疗。
而且这种强制戒毒也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200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3213名中国海洛因使用者中有9%的人通过
极端行为，如吞咽玻璃等方式来逃避强制戒毒。32

刑法及其执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联合国毒品和健康问题相关机构，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以及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对毒品使用者间的艾滋病毒传播的预防、治疗和护理予以支持并促进一系列广泛干
预措施的实施。这些措施包括阿片类替代治疗、以及保障获得针头和针筒交换方案的服务。就算是在一些国家
这些方案是合法的，惩罚性质的法律、政策和实践也使得毒品使用者无法获得这些能够挽救他们生命的服务。

在许多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刑法禁止持有注射器以及其他相关的针对毒品使用的政策实践，直接或者间
接地提高了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33这一现实情况在国际艾滋病毒和人权指导方针中被提及，如下文：

“各国需要对其刑法和矫正系统进行重新审视和改革，以使其与国际人权义务要求相一致。并且保障
其不会在处理有关艾滋病毒问题时被滥用，也不会针对弱势群体……”

“刑法不该成为各国采取降低艾滋病毒在毒品使用者间的传播危险以及对毒品使用者提供与艾滋病毒
预防有关的服务和治疗等措施的障碍。”34

艾滋病毒的治疗也受到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些法律和政策将那些有着高危险性艾滋病毒传染的人群
视为犯罪和耻辱。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毒携带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毒品使用者，但相对于其他不使用毒品的艾滋
病人来说，他们获得的治疗可能性却很低。在中国，自2006年以来的数据表明，艾滋病病例中有48%是注射毒品
者，但他们中获得ART的人数只占所有获治人数的1%。在马来西亚，有75%的艾滋病例是毒品注射者，但这些注
射者中仅有5%的人获得ART。35类似的差异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欧洲国家的调查中也有所显示，特别是东欧国家更
明显。36 

毒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改善， 毒品使用者的人权

考虑到刑事司法途径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和人权产生的不利影响，多国政府开始对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少
量毒品的行为非犯罪化。例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不对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认作违法。
在荷兰和德国，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是非法的，但是为防止任意施加刑罚，该国建立了对警察和检察官办
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原则。37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不管是通过法院令或立法的形式，都
对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非犯罪化。这一非犯罪化的运动，得到包括前总统在内的高层政客的支持。38葡萄牙
对所有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非犯罪化。39

在美国，有的州通过颁发法院令的方式禁止警察对那些因为参与针具交换方案而持有未使用完的毒品针具
的人施加逮捕。有的州则通过公安部门下发政令，要求警察不要在针具交换点附近区域巡逻等方式来保障毒品
使用者获得减少危害服务。40 包括瑞士、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在内的许多城市建有受监管的毒品注
射点，允许毒品使用者在一个安全的，卫生的环境下注射毒品，并且不用担心因为在该类站点持有非法毒品而
被逮捕或者受到起诉。41 至少有十个欧洲和中亚国家的监狱中有针头交换方案，这些国家包括伊朗、摩尔多瓦
和吉尔吉斯斯坦等。42

联合国毒品控制相关公约对持有毒品和使用管制成瘾药品行为的刑罚化做出了弹性化的规定。43根据国际麻
醉药管制委员会，“国际毒品控制条约的确对与基于个人使用有关的违法行为的刑罚给以了相对自由的裁量空
间。《1961年公约》的缔约国应该不允许个人因非医疗目而持有毒品的行为。《1988年公约》的缔约国需对个
人使用毒品的行为建立刑法防范体系，并将此作为其宪法原则和立法体系基本概念而予以确立。”44 国际麻醉
药管制委员会认为：2001年葡萄牙对使用毒品以及基于个人使用而持有少量毒品行为的非犯罪化符合国际毒品
控制条约的规定。45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同样对因为毒品犯罪化而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和人权造成的危害表
示担忧，并鼓励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控制毒品，这些措施包括停止监禁轻型毒品犯，并改革那些可能导致逮捕数
量激增的行为，例如将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暴力型毒品犯罪或大量贩卖毒品者。46

大量的研究，包括联合国毒品控制规划署应国际麻醉药控制委员会要求而做的报告，都指出实施减少危害
项目，（如阿片类替换治疗、针具交换方案、受监管的机构内毒品使用以及海洛因处方方案等）与联合国毒品
控制相关公约是一致的，并不违背各国依此公约所应尽的义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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